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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表现出比以往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更大范围的颠覆性、更不均衡的赋权特征，使新兴技术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因此基于新兴技术的属性特点和发展规律，分析现有新兴技术治理方案消减和应对多种困境的路径。新兴技术不确定性与治理政策稳定性间的矛盾形成了本源性治理困境，潜在颠覆性与治理范式延续性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次生性治理困境，新兴技术赋权特点与治理结构平衡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结构性治理困境，分别对治理政策稳定性、治理范式延续性、治理结构平衡性提出了挑战。基于治理困境的形成原理，采用亲和关系图法分析自反性治理、预期治理、适应性治理、实验主义治理、敏捷治理、试探性治理等6类治理策略的概念要素，提出前置型、响应型、试探型3类应对路径，分别侧重早期预见与上游参与、快速响应与下游参与、学习探索与动态干预，为防范和应对新兴技术治理挑战提供参考和启示。并提出新兴技术治理未来政策实践面临的三大关键议题：如何构建多元主体的共识机制和协同机制、如何在早期介入中动态引导新兴技术各类期望要素发展、如何重塑时间维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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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show a higher degree of uncertainty, a wider range of disruption, and more uneven empowerment characteristics than before, which makes the govern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ncertainty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stability of governance policies forms the original governance dilemma; the tension between potential disruption and continuity of the governance paradigm creates a secondary governance dilemma;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mpowerment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balanc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creates a structural governance dilemma. Based on the formation principles of governance dilemmas, the conceptual elements of six types of governance strategie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affinity diagram method, and three types of coping paths were proposed, namely proactive, responsive, and tentative, respectively focusing on early foresight and upstream participation, rapid response and downstream participation, learning exploration and dynamic intervention, which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emerg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challenges.
Key words: emerging technologies; governance dilemma; formation mechanism; coping paths

                                
收稿日期：2022-08-28，修回日期：2022-1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研究”（21ZDA018）



1   问题提出【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不分段落。若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y）作为处于生命周期早期阶段、未被广泛运用、尚未完全成熟的技术[1]，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革新[2]。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表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特点，即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更大范围的颠覆性、更不均衡的赋权特征，将对未来产业发展和社会技术系统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学界业界政界和社会公众对新兴技术潜在破坏力的认识已经明显增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转基因技术和核技术为代表的往届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出现了意外风险[3]，促使新兴技术治理的参与主体试图更早或更快地作出有意识的应对。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新兴技术治理作为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兴治理挑战，不仅需要探索新的治理结构、工具和流程，还要求政策、规范和法规的决策过程综合考虑技术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并深刻理解塑造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根源及其冲突[4]。在此背景下，明确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不确定性、颠覆性和赋权特点如何引发治理困境，如何影响治理目标、治理政策、治理范式、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的变革，分析现有新兴技术治理方案通过何种路径对多种困境进行消减和应对，是当前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
为此，本研究基于新兴技术的属性特点和发展规律，提出新兴技术本源性治理困境、次生性治理困境、结构性治理困境形成的基本原理，并通过亲和关系分析方法对现有新兴技术治理概念进行提炼总结，阐释新兴技术治理困境的前置型应对路径、响应型应对路径、试探型应对路径，为防范和应对新兴技术治理挑战提供思路参考。
2  新兴技术的属性特点
狭义上，技术通常用来指代能够建立整个行业规则，并以产品来定义范畴的技术；广义上，技术具备更广泛的技术知识概念，是一种用于开发和制造的能力类型[5]。本研究采用了广义的技术概念，着重讨论致力于创造新知识以开发特定应用领域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将新兴技术界定为处于生命周期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重点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区别于以往的新特点开展研究工作。
2.1  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新兴技术的本源属性，蕴含于其发展过程和结果产出的各个环节[6]。从新兴技术的研究阶段来看，由于新兴技术所涉及的知识或科学基础是模糊的、复杂的、不可预测的或概率的【表述用词搭配不当】，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问题发现、研究设计、实验操作等步骤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确定性属性，且每个步骤都对研发的最终结果具有影响，同时，鉴于人类理性的限度和知识能力不足，新兴技术在研发阶段还可能引发以安全事故为代表的内部风险[7]，因此，可以认为新兴技术在研发过程、研发结果、研发周期、潜在内部风险等方面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是新兴技术的上游不确定性。从新兴技术的应用阶段来看，处于生命周期早期的技术往往未曾用于产品或投入市场，因此很难对新兴技术成果的应用范围、产品化和产业化成本、市场表现、回报收益等情况进行准确预判，部分新兴技术可能出现功能突变而使应用领域和目标发生变化[8]，部分新兴技术可能无法跨越“死亡之谷”而中途夭折，部分新兴技术在实现产品化后因市场表现不佳而无法获得收益，同时，新兴技术成果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对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国家安全等造成侵害风险，产生外部风险，因此，可以认为新兴技术在应用目标、产品化和产业化、成果收益、潜在外部风险等方面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是新兴技术的下游不确定性。
新兴技术的上下游不确定性在广义范围内具有普适性，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能够通过数字网络进行扩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由研发阶段向应用阶段演进，表现出远甚于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步伐和规模[9]。这一新趋势使本轮新兴技术的上下游不确定性呈现新特点，成为当前新兴技术治理困境凸显的根源所在：第一，本轮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在由上游向下游传递的过程中，震荡放大效应借由加速发展过程得到显著增强；第二，本轮新兴技术的下游应用与其潜在外部风险的显现之间存在更大的时间差，这种时滞效应大大缩短了治理政策的应对时间；第三，新兴技术群落并行发展引发创新的多元深度融合，上游不确定性在各学科领域、下游不确定性在各产业领域形成更强的耦合联通效应，促使新兴技术的影响由线性单一效果向非线性叠加效果转变[7]。
2.2  新兴技术的潜在颠覆性
颠覆性常常被认为是新兴技术潜在的重要特征之一，尤其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呈指数级扩散，对周边生态系统（包括投资、组织战略、生产力、消费、人类行为等）、社会技术系统均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变革性影响[9]。事实上，新兴技术颠覆性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有两个递进层级[10]：
（1）新兴技术的一阶破坏效应首先表现在技术周围的创新生态系统层面。新兴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推翻当前被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研究思想和方法[11]，通过对现有知识体系的破坏，进一步对现有产品、流程、服务产生干扰，进而推动创新生态系统产生变革。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由许多创新主体及其网络交互关系组成[12]，网络交互在系统中产生的随机波动及其结果通常难以预测，因此，当新兴技术引发创新生态系统的多维扰动时，所产生的系统性变化不会以可预测的线性方式发生[13]，使新兴技术一阶破坏效应的发展和颠覆方向变得难以确定。
（2）伴随新兴技术颠覆性的影响范围进一步向社会技术系统深入扩展，新兴技术的二阶破坏效应逐渐显现，这是由复杂系统中的多种一阶破坏效应相互作用引起的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变化。新兴技术在被广泛应用于不同行业的条件下，能够重组或破坏当前的社会技术范式，例如技术标准、机构规范、市场结构、商业模式、文化和价值观等，诱发社会技术系统体制层产生整体或局部转型，最终塑造新的社会技术范式。
2.3  新兴技术赋权的多元性和参差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技术赋权的多元性和参差性。技术赋权是指技术的出现使治理主体的权力或能力得到提升[14]。技术赋权由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中性概念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组成[15]。
新兴技术赋权具有多元性。传统赋权理论主张帮助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以稳固资源配置的平等和治理结构的平衡[16]，而本轮新兴技术的赋权过程则展现出了对多样化赋权对象的包容性。以新兴信息技术为例，技术创新使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能力和范围大幅上升，也使个体对复杂环境技术和治理规则拥有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结构、关系和资源发生重组[17]，这种去中心特征促进了治理结构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协作转变。又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新兴技术发展对公民、政府、企业等数据拥有者进行双向赋权，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均得到增权[18]。
新兴技术赋权还具有参差性。参差赋权是指新兴技术赋权过程及其结果展现的非均衡性样态[18]，主要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之间和同类治理主体内部。首先，新兴技术促使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获得不同程度的增权，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使政府的政治权力得到延伸，同时也使社会公众的公民权益得到扩张[18]。其次，新兴技术赋权的参差性还体现在同类治理主体内部，例如，那些具有数据所有权的企业主体往往能够获得垄断收益，但并非所有企业主体均能在数据赋权过程中获得均衡增权，同时社会公众群体内部也面临类似情况。
3  新兴技术的治理困境
根据新兴技术的属性特点和发展规律，从新兴技术治理困境的形成动因来分析，可以将新兴技术治理困境划分为本源性困境、次生性困境和结构性困境3种类型，分别对治理政策稳定性、治理范式延续性、治理结构平衡性提出了挑战。
3.1  本源性治理困境：新兴技术不确定性与治理政策稳定性
长期以来，如何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一直是科技治理领域的难点问题。通常来说，科技治理政策的稳定性是确保政策效用更好发挥的重要特征。政策稳定性是指在政策实施期限范围内不对政策进行废除或深度调整，并维护其权威性、持续性和一致性[19]。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稳定性会抑制政策的技术绩效[20]，因为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政策容易引发个体对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21]。
新兴技术的上下游不确定性及其相关效应，主要从两个方面破坏了治理政策的稳定性：从政策目标角度，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常常要求政策应对难以定义的、不断变化的发展目标[3]，面向更广泛的群体、产业部门和实践活动动态调整政策目标，而非单独选择一个狭义群体进行直接承诺[22]，而政策目标稳定性的欠缺容易造成政策客体对新兴技术发展预期的下降，从而减弱政策的信号效应；从政策措施角度，高度动态变化的新兴技术发展常常伴随着新行为群体的加入，伴随着与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社会拨款、新市场和产业部门变化有关的新实践活动[23]，这就要求政策措施在行为者和实践活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现有韧性且稳健的理性应对，而政策措施稳定性的缺失容易限制政策效果的发挥和扩散，进而加剧政策短视行为。这是由于政策措施的效用发挥本身就存在滞后效应[20]，同时本轮新兴技术负向外部性显现的时滞效应又大大缩短了政策的决策周期，从而要求政策措施在限定时间范围内更快地实现承诺。
因此，本源性治理困境源于新兴技术固有的不确定性属性，第四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扩大了新兴技术上下游不确定性对治理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两个方面降低治理政策的稳定性，要求治理政策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开放性、适应性，从而造成了新兴技术本源属性与政策效用兑现的重要特征之间的矛盾，形成治理困境[24]。
3.2  次生性治理困境：新兴技术颠覆性与治理范式延续性
新兴技术潜在的一阶破坏效应和二阶破坏效应要求技术创新的合理性受到社会治理情境的约束，使新兴技术治理在内涵和外延上得到拓展[25]，需要新的范式、政策、方法和保护机制来应对技术与市场、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政治之间日益增加的协同性和自反性，而非延续传统的治理范式。治理范式转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一方面范式本身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现有范式在不同维度的演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内部关联结构，即使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平稳重构；另一方面现有治理范式作为既有选择体系的一部分，是在主流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能够对新兴技术形成选择压力，并阻碍新兴技术引发范式变异。
具体来说，新兴技术颠覆性与治理范式延续性之间的对抗可能引发以下两个方面的治理困境：从共识形成机制来看，新兴技术颠覆性影响要求在治理目标中嵌入社会价值导向，即在考虑社会成本的基础上扩大技术发展的正向收益，使技术创新和社会期望的匹配成为治理的核心问题[26]。首先，不同治理主体对技术创新和社会期望赋予的权重不同，因而容易导致主体间对于转型目标和方向缺乏共识；其次，由于新兴技术的颠覆性影响难以充分预测和学习，因此很难确定治理需求和治理对象，导致主体的目标清晰度不足，从而影响多主体共识的形成。从治理模式来看，新兴技术的一阶和二阶破坏效应大大提升了活动【指代不明】的影响范围，要求治理模式能够适应技术与多个复杂系统间的协同性和自反性。首先，位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颠覆性影响可能逐次或同步发生，因此治理模式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协调跨部门和跨领域问题；其次，转型过程中的高度变异性一面影响治理模式，其结果又反过来影响转型过程，形成自反性关系[27]，因此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动态反馈回路，实时监测新兴技术的长期破坏效果，动态修正目标并适应战略发展。
综上，由新兴技术颠覆性引发的一阶和二阶破坏效应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和发展时间[10]，因此相较于本源不确定性属性，围绕新兴技术颠覆性出现的治理困境属于次生性困境。其中，新兴技术的一阶破坏效应表现在技术周围的创新生态系统层面，二阶破坏效应是在社会技术系统中引发的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变革性影响，使新兴技术颠覆性与治理范式延续性形成对立，一方面增加了多元主体共识形成的难度，另一方面要求治理模式具备更高的协同性和自反性，从而形成次生性治理困境。
3.3  结构性治理困境：新兴技术赋权与治理结构平衡
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新兴技术赋权的多元性和参差性使各类治理主体不可避免地围绕各自诉求进行治理权力的再分配和流程再造，因而打破了多组关系的平衡：
（1）国家与社会关系。治理通常被认为是一组越来越复杂的国家社会关系【搭配不当、表意不明】。在新兴技术赋权的影响下，政府不再独享技术决策的绝对权威，行动者网络代替等级制度主导决策过程[28]，同时社会公众获得明显增权，对决策过程施加的影响远高于以往。由于多元主体参与新兴技术治理过程，如何实现治理的多元协作成为平衡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
（2）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关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在新兴技术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历来具有重要地位。新兴技术的参差赋权使部分企业获得垄断利益的同时，也会产生先进技术排他性[18]，从而扩大技术鸿沟并抑制创新系统活力；此外，持有技术红利的企业在经济回报最大化的驱使下，容易片面规避新兴技术发展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大大增加公共部门发展新兴技术的风险和成本。因此，需要在治理结构中合理配置公共部门的监管权力和响应机制，在确保企业创新活力的基础上优化经济利益分配、降低技术风险的环境和社会成本。
（3）公共部门纵向与横向关系。新兴治理赋权使治理权力的运行不再仅限于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而是上下互动、左右融通的网络结构[29]。这对科层制结构下的府际关系和跨部门关系形成了重要影响，要求中央政府在学习和试验新兴技术治理方案时更多地向地方政府进行纵向赋权，以确保治理方案具备更高的适应性；同时要求公共部门在横向结构上合作，以创造公共价值并提升治理过程的协同性[30]。
综上，新兴技术赋权的多元性和参差性要求治理结构在国家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纵向与横向关系之间达成新的平衡，因而围绕新兴技术赋权所引发的治理问题属于结构性困境。
4  新兴技术治理困境的应对路径
为了应对新兴技术治理困境，近年来学界发展了多种治理思路试图提供解决方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自反性治理（reflexive governance）、预期治理（anticipatory governance）、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试探性治理（tentative governance）等。结合以上提出的新兴技术治理困境形成的基本原理，采用亲和关系图（也称“KJ法”）对上述6类新兴技术治理思路的重要概念组成部分进行识别。亲和关系图是由川喜田二郎开发的一种分析工具，用于将具有潜在相似性的思想或属性组织到具有共同主体的组别中，以识别规律模式和定性数据集中的相关组别[31]。本研究借鉴Hemphill[32]针对创新治理困境应对原则建立的比较框架，结合以上对治理困境的分析结论，采用亲和关系图分析现有新兴技术治理困境解决方案的关键概念成分，包括：（1）治理目标，指治理策略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或初始应用目的；（2）治理工具，指在治理过程中采用的核心手段、政策工具及其理论依据；（3）治理主体，指在共识形成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多元主体类型；（4）治理模式，指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协商机制或协作机制，尤其关注公众参与的方式；（5）监管响应，指政府机构通过法律、行政规则或标准采取正式行动[32]，干预新兴技术发展的时机或方式。在此基础上，对6类治理思路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新兴技术治理困境的主要应对策略比较
	类别
	治理目标
	治理工具
	治理主体
	治理模式
	监管响应
	主要文献来源

	自反性治理
	解决突发事件和寻找替代方案，塑造社会发展，包括不确定性、异质性、路径依赖性
	转型管理和自适应管理，侧重于问题处理的特定方面。例如，建构性技术评估、前瞻性练习、跨学科研究、参与性决策和合作政策制定等
	包括广泛的行为者，从国家到利益集团、生产者和消费者、科学家和媒体等
	迭代参与（iterative participatory），涉及的风险评估和价值取舍不能只由科学决定，而是只能通过社会话语或政治过程来决策
	通过构建探索性场景避免锁定，这些场景整合了各种参与者的感知和期望；追求系统地、互动地预期与当前行动有关的间接影响和长期动态
	Jasanoff[33]；Brousseau等[34]；Voss等[35]

	预期治理
	增强参与者的远见、参与能力和整合能力，专门为促进美国纳米技术筹资政策开发
	继承和发展了实时技术评估理论的工具
	强调技术治理中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两大类主体的对话
	建设科技决策共同体，讨论公众在技术研发早期阶段的参与问题
	过程导向，关注治理过程的互动性和有效性，强调利用远见来降低风险并增强在事件发生早期而不是后期对事件作出反应
	Kuhlmann等[3]；Barden等[36]；Guston[37]；杨素雪等[38]；Fuerth[39]

	适应性治理
	为多中心、嵌套、准自治组织必须应对快速变化和高度不确定性，需要实验和社会学习的情况而提出
	正式或非正式制度、行动者网络、多中心治理；实验社会
	有3种情况：等级模式，只有政府及其正式机构；网络模式，政府机构、非政府行为者参与并影响决策；市场模式，私营部门行为者大量参与
	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的政府机构让位于更大范围的公民参与和市场干预，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
	面对扰动事件时，社会生态系统应进行重组和调整
	Folke等[40]；Olsson等[41]；Dunning[42]；俞鼎[25]；Pahl-Wost[43]；Carpenter等[44]

	实验主义治理
	旨在通过实验的思维、理念和方法来提升治理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试点；临时性目标设定与修订，以政策实验的方式或理念推进目标与手段的渐进调适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体系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注重塑造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格局
	参与式合作，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学习过程的协调共生、使用网络而不是等级制度、新行动者的参与以及民间社会的参与所促成的；纵向放权
	渐进性探索，在实践中表现为先在小范围实验，然后总结经验，最后推广扩散的治理形态
	Sabel等[45]；刘太刚等[46]；陈靖等 [47]；康镇[48]

	敏捷治理
	在面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提高决策的适应能力，也就是适应性目标大于效率目标
	政策实验室（policy labs）、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es），通过使用技术增强敏捷性
	治理者与多元利益相关方
	通过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流程中并允许快速迭代，以满足被治理者的需求，以及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分担工作量，以保持相关制衡
	通过创建机制来持续监控和升级管理新兴技术的政策，使决策更具包容性，从而确保长期可持续性
	薛澜等[49]；World Economic Forum[9]

	试探性治理
	通过动态过程以非最终方式管理相互依赖性和突发事件，旨在捕捉参与者为创造探索和学习空间的尝试，而不是为其规定选项
	采用启发式方法，基于实验和经验评估实现治理的兴起和发展
	包含广泛的参与者
	开放式参与模式，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在高层广泛参与治理过程
	具有灵活性，并为学习提供了机会，以便在新兴技术研究的早期阶段应对不确定性问题
	Kuhlmann等[3]；Hopkins等[22]；Lyall等[50]



从表1的总结中可以看出，目前已经出现的多种应对策略或多或少都是针对特定背景下的新兴技术治理挑战发展形成的，因此所面向的治理问题和情景也有所差异，但其隐含的共同特征是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治理目标，这些变化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导致的。此外，将多元治理主体纳入共识形成过程也是新兴技术应对策略的普遍做法，包括政府机构、私营部门、科学家群体、社会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从概念分解的结果来看，6类治理思路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监管响应和治理工具3个维度。在治理模式方面，如何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共识形成是核心问题，尤其是对公众参与时机和层次的认识有较大差异。例如，预期治理主要讨论公众在技术研发早期阶段的参与问题；试探性治理则更关注参与治理的开放性，提出利益相关者在高层参与决策的可能性。在监管响应方面，对政府机构正式规制干预的时机提出了不同见解。例如，预期治理和试探性治理强调在事件发生的早期就进行应对、干预和预案准备；适应性治理和敏捷治理则强调在面对扰动事件时，通过系统重组和挑战，或通过提高决策的适应能力实现应对。在治理工具方面，各类应对策略基于自身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发展了风格迥异的治理工具。例如，预期治理使用了实时技术评估工具，实验主义治理多采用政策实验方式，敏捷治理强调政策实验室、监管沙盒等技术性工具的使用，试探性治理则采用启发式方法。据此，以下分别对前置型应对路径、响应型应对路径、试探型应对路径进行具体分析。
4.1  前置型应对路径
如果治理主体能够在新兴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认识到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的负向外部性及颠覆性，并将社会价值纳入技术评估和预见范围，就有可能通过多主体的上游参与预先准备好应对预案，降低新兴技术发展的上游不确定性及其传递过程中的震荡放大和风险耦合效应，为治理政策的提前应对预留时间，同时有助于预防新兴技术潜在颠覆性引起的破坏效应，并通过防御性策略推动新旧范式平稳过渡，为本源性和次生性治理困境的应对提供解决方案。这是前置型应对路径的基本逻辑。此外，多元治理主体的上游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新兴技术多元赋权造成的治理结构失衡问题。
预期治理是前置型应对路径的典型代表。预期治理是专门为促进美国纳米技术筹资政策而开发的策略[36]，继承和发展了实时技术评估理论、讨论了公众在技术研发早期阶段的参与问题[38]，旨在增强行动者远见、参与能力和整合能力[3]。Fuerth[39]将预期治理描述为一种包含制度、规则和规范的系统，该系统提供了一种利用远见来降低风险，并增强在事件发展的早期而非后期进行应对的方法。预期治理包括预期和未来分析、创建灵活的适应性策略、监控和行动3个基本步骤[51]。
前置型应对路径虽然为有效解决新兴技术治理困境提供了思路，但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难点问题：（1）新兴技术的预期和未来分析极具挑战性，这不仅是因为新兴技术具有本源不确定性和次生颠覆性，其发展过程还伴生难以预测的异变和突变，因此前置型路径的治理效果极为倚重实时技术评估方法的准确性，对预期外的情况可能缺乏应对手段；（2）多元主体的上游参与很可能会增加新兴技术的早期发展和商业化成本，甚至使其夭折，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怀有偏见，这种偏见最终会反映在新兴技术预期中，权力政治与社会利益分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商业竞争等因素的复杂混合将影响决策的专业性，使之成为基于观点的非专业化决策；（3）前置型路径很难应对参差赋权带来的治理结构失衡问题。
4.2  响应型应对路径
由于新兴技术带来的变化和干扰比以往更快、更复杂，在早期预见无法满足治理需求的情况下，通过鼓励多元主体的下游参与，增强应对策略的弹性、开放性、适应性，实现新兴技术支持和监管的快速响应，从而有效降低新兴技术的下游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耦合效应，同时积极开展针对新兴技术一阶和二阶破坏效应的转型管理，并通过适应性和转换性策略推动社会技术范式演化，以下游监管响应的方式为本源性和次生性治理困境提供应对路径。这是响应型路径的基本逻辑。此外，响应型路径能够面向变革需求进行治理结构重构和流程再造，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关系、公共部门纵向与横向关系，以破解结构性治理困境。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提出的敏捷治理方案是响应型应对路径的典型代表。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技术的特点[52]【该表述有何可引用之处？引用核心观点不明，无实质性引用】，敏捷治理强调治理主体与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协作，面向难以预知的风险和复杂性构建了一种提高适应性并有效规避风险的机制[49]，同时鼓励公众更多地参与技术发展讨论和技术评估。敏捷治理主张采用抽象的法律指导原则、互动的监管治理关系、轻缓的治理手段和策略，通过治理主体迭代和累计的学习过程，促进治理过程由上游规划和控制向下游试验和动态响应转变[49]。敏捷治理的主要理工具包括：政策实验室、规则沙盒、多元决策、监督者与创新者协作、公私数据共享等[9]。
响应型应对路径为3类治理困境的缓解提供了应对思路，但在实践中也存在明显难点：（1）对治理主体响应能力和治理机制提出极高要求，尤其是对公共部门而言。响应型路径一方面要求治理主体在拥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基础前提下具备快速响应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求治理机制本身具有自适应性、包容性、灵活性以及相当程度的弹性，使决策过程既能包容多元主体价值观，又能满足动态响应的需求。此外，本轮新兴技术下游应用与其负向外部性之间的时滞效应大大缩短了治理政策的应对时间，增加了快速响应【主体不明】的难度；（2）对扰动事件进行响应时，新兴技术发展可能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环境和社会侵害，这种对潜在风险的预期和防御不足容易导致严重后果。
4.3  试探型应对路径
在前置型路径和响应型路径的基础上，面对界定不明确、有争议的、不断变化的目标，仅仅扩大新兴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和响应范围已经无法满足治理政策、治理范式和治理结构的判断需求[53]，尤其是在新兴技术发展过程的更下游阶段[54]【问题同文献52的引用，无实质性引用】，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战略和程序，以帮助决策者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证据为基础，充分利用适当的系统分析方法来管理新兴技术的创新收益和风险成本问题[55]。2019年Kuhlmann等[3]提出了试探性治理概念，以创造探索和学习空间作为典型目标，将公共和私人干预设计为审慎和初步的动态过程，形成了一种启发式治理方案。试探性治理方法具有灵活性，并为学习提供机会，以便在新兴技术研究的早期阶段应对不确定性问题[50]。偏向试探性的治理政策，以支持自由的知识创造为核心，避免将狭义的群体、部门或活动单独选作治理对象，基于实验和经验评估实现治理策略的发展，并且只在有限时间内投入有限资源对治理目标作出较少的承诺，从而使治理目标变得动态而灵活；在治理结构上采用开放型模式，允许利益相关者在决策高层进行广泛参与[22]。
然而，在新兴技术治理的实践中，试探性策略往往无法单独使用，而是与明确且稳定的治理策略混合在一起使用，或根据技术发展阶段和治理情境的变化，在政策规划和设计中的某些维度使用试探性元素，尤其是与学习和试验有关的维度。例如，作为科层式治理模式的补充可以采用实验主义治理方法开展渐进性探索[46]，以政策实验推进目标与手段的渐进调适构成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迭代递进[48]；再如，在假定多中心治理系统具备快速响应能力的前提下，可以采用适应性治理方法，将应对扰动事件时的管理决策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过程视为学习机会，根据学习引起的单循环、双循环和三循环变化，实现目标导向的逐步改进、目标假设的动态变化、权力结构和监管框架的变革与创新[43]。因此，可以将试探性治理策略视为一个综合性总体概念，其中包含多种治理概念；也可以用于描述正在进行中的治理策略倾向（相对于确定性治理策略而言），以提供适用于动态情境的分析框架。此外，试探型路径的发展时间很短，尚未形成面向本轮新兴技术治理的操作指南，很难在短期内为政策实践提供指导。
5  结论与展望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兴技术发展对治理领域提出了愈加多样的新挑战，探索新兴技术治理困境形成机制和应对路径成为重要议题。本研究针对新兴技术的发展特点，认为新兴技术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新兴技术的本源不确定性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两个方面引发了治理政策稳定性的下降，造成新兴技术本源属性与政策效用兑现的重要特征之间的矛盾；二是新兴技术的潜在颠覆性从创新系统和社会技术系统层面引发了一系列变革性系统问题，造成新兴技术次生属性与治理范式延续性之间的矛盾；三是新兴技术赋权的多元性和参差性对治理主体权利关系的影响，包括国家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纵向与横向关系，造成新兴技术赋权新特点与治理结构平衡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亲和关系分析方法提炼了现有新兴技术治理概念，提出了3种类型的应对路径：一是前置型应对路径，强调在新兴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将社会价值纳入技术评估和预见范围，鼓励多主体上游参与并准备多种应对预案；二是响应型应对路径，强调多元主体的下游参与，通过增强应对策略的弹性、开放性、适应性，实现治理的快速响应；三是试探型应对路径，强调创造探索和学习空间，通过审慎、初步、动态的政策干预，在有限时间内投入有限资源对治理目标作出较少的承诺，同时允许利益相关者的高层参与。3类应对路径通过强调不同侧重应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治理困境，在多元主体介入时机、监管响应机制、治理工具使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各自领域均有理论和方法演进，处于同步并行发展之中，为防范和应对新兴技术治理挑战提供了多样化思路。
从新兴技术治理的中国实践来看，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纳米技术、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速涌现，其愈加广泛和深远的经济社会影响要求公共部门在更高层次上搭建应对机制并制定行动指南。根据新兴技术的治理困境形成机制和应对路径，未来政策实践面临的关键议题主要包括：一是如何构建多元主体的共识机制和协同机制。虽然3类应对路径在多元主体的介入时机和介入层次上的观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多元主体参与新兴技术治理的重要性，其中的核心治理问题是如何通过协商机制的构建推动多元主体形成共识、增强信任，进而在降低新兴技术风险的基础上加速技术发展。二是如何在早期介入中动态引导新兴技术各类期望要素的发展。期望对创新活动和转型进程至关重要，期望的动态增减是影响领域内早期参与者规模和互动的关键要素之一，对新兴技术领域感兴趣的参与者倾向于表现出高度乐观的期望，以动员资金投入和盟友加入；但过高的期望也容易被进一步的发展所纠正。公共部门可以通过制定长期愿景调动参与者积极性，或通过制定具体计划和政策动态调整期望水平，甚至以竞争或互补方式发展基于不同技术的期望要素。三是如何重塑时间维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新兴技术在适应性、协同进化和敏捷性方面的特征，使得政策实践愈加难以适应快节奏、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且创新进程中出现的系统稳定性减弱、范式破坏、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增多，需要公共政策具备高度的时间敏感性，并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作用。上述议题亟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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